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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与空气质量改善： 

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 

毛益民
1
 

【摘 要】：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尤其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立足于

匹配后的地级市数据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平均效应，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尽管在短期内显著改善

了空气质量，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借助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随机森林法进一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

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差异性：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具有长期改善效应，且东部城市尤为明显；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越具有长效性；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起到

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前者的扩张会削弱长期效应，而后者的提升则会强化长期效应。揭示城市情境对督察效应的

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条件认识，也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升其效能提供了重要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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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空气污染问题凸显，“雾霾锁城”现象频频发生。空气质量的恶化，不仅会损害

国民的身心健康 1,阻碍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2,还会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进而威胁到党和政府的执政稳定性 3。近年来，中

国政府加大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11 年中国年均 PM2.5 浓度为 70.542μg/m3,2017

年则为 52.665μg/m3,下降了 25.34%。即便如此，中国年均 PM2.5 浓度仍明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7 年为 45.479μg/m3),更远

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安全值(10μg/m
3
)
4
。就国内各城市而言，《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所监测的 337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 135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未达标，占到 40.1%。因此，如何有效改善空气质量，在接下来的较长时间内，

都会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巨大挑战。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简称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从 2016 年启动督察，到 2018

年的“回头看”,再到 2019 年开始的第二轮督察，中央环保督察覆盖了全国各省市，曝光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一系列问

题及典型案例，对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员进行严肃追责，推动解决了近 24万件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5。如此高规格、大规

模、强力度的环境整治，也让这项制度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刻画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

发生、变迁，进而阐述其内在的逻辑，并试图探索推动其法治化的思路
6
;二是在央地博弈关系的框架内，考察环保督察压力的传

导机制以及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性行为 7;三是从实证角度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进行评价，并试图分析影响其治理效力的因

素 8。但截至目前，立足数据的实证分析还明显少于理论探讨。本文所关注的就是一个非常直接却有待检验的问题，即：中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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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督察能否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仅有少数学者对此予以了实证分析，且彼此的结果呈现出不一致性 9。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实证视角进一步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机理。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第一，对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予以更合理的区分，从而回应对督察效力可持续性的疑问；第二，不仅仅揭示出中

央环保督察的平均效应，更着力于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情境基础。本研究认为，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的考察，不能简单化

为“能”与“不能”的二分取向，而是要追问如下问题：中央环保督察在何种情境下更具长效性?因此，必须要将城市情境纳入

到实证分析中，以捕捉督察与情境之间的互动性。为了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本研究将借助一类数据驱动的方法，即基于模型的递

归分解法(Model-based Recursive Partitioning)以及随机森林法(Model-based Random Forest),来探索中央环保督察效应的

情境差异性。对这些边界条件的揭示，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认识，也为更好地完善该制度的设计、提升其治理的效能

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对策思路。 

二、中央环保督察与城市空气质量：制度成效的理论阐释 

(一)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也伴生出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城市空气的严重污染。对此，

诸多学者予以了反思并指出：政策执行鸿沟是导致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关键原因 10。所谓政策执行鸿沟，即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

环保政策时，往往存在“不完全执行”“选择性执行”甚至“不执行”等情形。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在于中国央地政府间的委

托-代理困境。一方面，两者在利益目标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11。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生态保护，都

是其绩效合法性的来源，是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但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在晋升激励和资源约束下，他们往往更倾向

于选择完成更有利于自身职业发展的考核目标，比如 GDP 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央政府对地方环境政策的

执行情况缺乏及时有效的监控。鉴于中国如此巨大的治理规模，作为委托方的中央政府，着实难以充分了解地方代理人在环境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情况。而且，地方政府内部，比如省市县政府之间，还可能存在着“共谋”,彼此配合以应付来自中央政府

的考核 12。为了弥补政策执行中的鸿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将环保目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推动环境信息向社

会公众公开等。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这些措施尽管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诸多局限性。比如，由于地方干部频繁调

动、环境统计数据造假等诸多原因，绑定环保指标并没有充分发挥预期的治理效果 13,而由于社会问责力量的薄弱，环境信息公

开难以有效转化为规制动力，其对污染治理的效果也遭到质疑 14。 

在反思以往实践的基础上，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工具被启用。就其发展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2-

2013 年为“督企”阶段，2014-2015 年为“督企”向“督政”的转型阶段，2016 年以来为“督政”阶段。具体而言，“督企”

阶段主要体现为六大区域督查中心的成立与实践。受原环保部委托，六大区域督查中心于 2002-2008 年相继成立，主要通过“一

事一委托”的方式，重点监督企业对环保政策法规的遵守情况。但研究表明，区域督查中心并没有有效发挥督查效力 15。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作为事业单位，它们缺乏独立的执法权与处罚权，难以形成及时有效的震慑力；二是作为环保部(署)

下属机构，他们权威性不够，难以对地方党委政府产生实质性压力 16。正因如此，2014年后开始进入转型阶段，“督政”被提上

了议程。2014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工作暂行办法》明确指出要从“督企”转向“督企”和“督政”并重。同年颁布的

《环境保护约谈暂行办法》明确可以通过约谈领导干部的形式来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环保责任。2015 年 7 月，

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以“中央环保督察”替代了以往的“环保综合督查”,首次将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环保责任作为重点监督范围，并明确强调环境保护工作必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2016 年 1 月，

中央环保督察正式启动，在河北省进行先行试点后，分四批历时近两年覆盖全国各省市。此后，为了巩固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的效

果，又在 2018年进一步开展了“回头看”督察。2019 年 6月，中国生态环保领域首部党内法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印发，不仅有力地弥补了制度设计初期形式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也为后续中央环保督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权威指导
17。随后，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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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那么，中央环保督察能弥补政策执行的鸿沟，进而带来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吗?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从认识上

看，存在一种普遍的观点倾向，即仅具有短期效应。在诸多学者看来，中央环保督察试图按照中央意图对地方政策执行进行纠

偏，但其作为一种运动型治理机制，是在常规型治理之外运用的非常规治理手段，其纠偏效应往往是暂时的 18。周雪光对运动型

治理机制予以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其存在旨在应对国家一统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但由于这种矛盾是体制内生的，导

致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干预往往只具有短期的效应 19。为此，一些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央环保督察的效应进行了检验，但结

论并不一致。以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为例，王岭、刘相锋和熊艳经过实证检验，指出中央环保督察的确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空气污

染 20。涂正革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改善了河北省的空气质量，且认为其具有可持续性 21。与此同时，另有多项实证研究却表明，中

央环保督察仅在短期内改善了空气质量，长期来看效果不显著
22
。此外，刘张立和吴建南的研究表明，与相邻非督察城市相比，

中央环保督察并没有显著改善被督察城市的空气质量，但与不相邻的非督察城市相比，其改善效果也仅对部分空气污染物显著
23。可见，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的治理效果，尤其是其长期效应，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探索。 

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将其总结为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中央环保督察会在短期内显著改善城市空气

质量吗?这关乎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效果；第二，长期而言中央环保督察仍会显著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吗?这关乎中央环保督察驱

动下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性；第三，在何种城市情境中，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长期改善效应更显著?这关乎督察效果长效

性的情境基础。对这三方面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试图回应当前关于中央环保督察效应的争议，揭示出有助于保障中央环保督察长

效性的情境条件，从而为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对策思路。 

三、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与数据 

各城市的空气质量以其 AQI来予以测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为了区分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

量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本研究构造了两个应变量：一是 2016 年 7-9 月的 AQI 均值相比于去年同期的变化率(AQI_S),二是 2016年

7 月到 2017 年 3 月 AQI 均值相比于去年同期的变化率(AQI_L),相应公式见段后。这样处理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由于空气质

量变化存在明显的季节性，采用同期变化率比前后直接比较更为合理；第二，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第一批督察组进驻时间

为 2016 年 7 月，而第三批督察组进驻时间则为 2017 年 4 月，两者间隔 9 个月。因此，本文用进驻后 3 个月的同期变化率反映

短期效应，而用进驻后 9个月的同期变化率反映长期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是本研究关注的政策处理变量。具体而言，本研究仅将第一批(2016 年 7-8 月)被中央督察的 8 个省份的所有

城市作为处理组，赋值为 1,而将截至 2017 年 4 月(第三批督察组进驻)尚未被督察的 15 个省份的城市作为控制组，赋值为 0。

由此，本研究的初始样本中剔除了中央环保督察试点的河北省以及第二批被督察的 7 个省所辖的城市。为了确保处理组和控制

组的可比较性，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将进一步对其进行匹配。 

城市情境的差别体现在诸多维度，包含了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鉴于以往研究，本研究试图通过四类因素来反

映城市情境：一是地理环境因素，包括城市空气质量、城市地理位置。比如，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城市

原本空气质量水平的调节，也可能会在东、中、西三个区域呈现出差异性；二是经济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规

模、产业结构；三是环境规制要素，包括两类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这两类污染物会影响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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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单位 GDP的排放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能力；四是制度环境因素，包括一个城市的财政自主性、政

府规模以及两位主要领导人(书记与市长)的任期情况。研究表明，财政自主程度，即地方财政中支出与收入之比，会影响地方政

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
24
。环境治理往往需要持续的、相当规模的财政投入。在面临财政缺口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倾向于策略

性地使用财政资源，比如将其使用到更为关键的目标考核领域，以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规模也可能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

政府规模的扩张可能是官僚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伴随着组织臃肿、繁荣缛节，行政效能降低，腐败更容易滋生，阻碍了政策的

执行。一项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政府规模的扩张会带来空气质量的降低 25。但是，政府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能力，因而政府规模的扩张也可能有助于其动员资源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此外，地方官员的频繁调动容

易导致其采取短视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 26。因此，本研究将 15年间(2001-2015年)各个城市书记、市长的平均任

期作为情境变量纳入分析。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而言，上述这些情境因素究竟会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就数据来源而言，官员任期数据从学者蒋俊彦提供的官员数据库中获取并整理
27
,而其他数据均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表 1 呈

现了所有变量的测量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表 1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 缩写 测量指标 数据来源 

AQI 同期变

化率(3个

月) 

AQI_S 2016 年 7-9月的 AQI均值相比于2015 年同期的变化率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

平台(CNRDS) AQI 同期变

化率(9个

月) 

AQI_L 2016 年 7月到 2017 年 3月 AQI 均值相比于 2015年同期的变化率 

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 
Treated 

第一轮第一批(2016 年 7-8 月)被中央督察的 8个省份的所有城市作为处理组，

赋值为 1,而将截至2017 年 4月(第三批督察组进驻)尚未被督察的 15个省份的

城市作为控制组，赋值为 0 

根据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公告自行整理 

AQI 基准水

平(9个月) 
AQI9 2015 年 7月到 2016 年 3月 AQI 均值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

平台(CNRDS) 

区域位置 Region 根据城市所在位置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 - 

经济发展水

平 
GDPpc 2015 年人均 GDP(取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

模 
Pop 2015 年城市人口总数(取对数) 

第一产业比

重 
First 2015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第二产业比

重 
Second 2015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 
SO2 单位 GDP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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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烟粉尘

排放强度 
Dust 单位 GDP的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 

财政自主性 FA 2015 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 

政府规模 GS 2015 年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 

书记平均任

期 
Sec 2001-2015 年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 

学者蒋俊彦提供的

官员数据库 市长平均任

期 
Mayor 2001-2015 年市长的平均任期 

 

(二)研究方法 

方法的选择服务于研究的目的。由于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效应及其异质性，因此在设计上可以

分为两步：第一，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配对，在确保督察进驻前两组城市不存在显著差异后，估计中央环保督察对控制组城市

所带来的平均效应；第二，立足于配对数据，将城市情境要素作为分解变量，考察中央环保督察效应是否在不同子群组中呈现明

显的异质性。对效应异质性的考察，传统的做法是依据理论或经验，对某些情境变量进行人为的分组，然后分别考察不同组中的

处理效应。但是，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局限性：一方面，用于分组的临界值可能不合理，均值、中位数或者四分位数都不一定恰好

是效应差异的分界点；另一方面，难以有效捕捉情境变量与处理效应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比如存在多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因

此，本研究采用一类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利用机器学习识别出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的情境异质性。 

具体而言，有两种方法被采用，即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基于模型的随机森林法。本质上，两者都是基于决策树的算法，

但与传统决策树算法不同的是，两者都包含了参数模型的成分，即所谓“基于模型的”,因而可以理解为是参数模型与决策树算

法的合成。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基本步骤如下：第一，拟合一个简单的参数模型。对本研究而言，即空气质量同期变化率对中

央环保督察政策变量的线性模型；第二，检验模型参数对于每一个情境变量的稳定性；第三，若没有检测到模型参数的不稳定

性，分析结束。但若检测到模型参数的确存在不稳定性，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分解，哪个情境变量导致模型参数最不稳定即产生最

小的 P值，就依据它将其数据分成两个组；第四，对分解后的每个数据组，重复上述步骤 28。可见，对于最终产出的各个组，模

型参数的稳定性假设将无法在统计意义上被拒绝。基于模型的随机森林法是对前者的拓展，即从单一决策树到决策树的集成 29。

在随机森林法中，每一次估计基于模型的决策树都立足于对原始数据随机抽样后的子样本，而对于每一棵决策树而言，用于检验

模型参数稳定性的变量，也仅是从所有情境变量随机抽取的部分。这种“双随机”的做法使得随机森林法存在如下优势：一方

面，相比于单棵决策树，其分类结果往往更加可靠；另一方面，由于立足于集成学习，其估计所得的参数往往更为平滑。事实上，

基于模型的随机森林法测量了各个城市在处理效应上的相似性，进而依据这种相似性对城市赋予权重，然后通过全局模型的再

估计即可以获得个体化的处理效应。30借助这两种数据驱动的方法，本研究试图避免人为的分组检验，获得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

异质性更准确的认识。 

四、实证结果及其讨论 

(一)对初始数据的配对 

在模型分析前，有必要先对初始数据进行配对，从而减少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配对的基本思路即让每一个被督察

的城市都有一个高度相似却尚未被督察的城市。所谓“高度相似”,不仅要求这两个城市以往空气质量的变化轨迹相似，也要求

它们在前述各个情境因素上没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 k近邻法进行同区域内部 1∶1配对，再根据相似性程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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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数量的成对城市 31。其中，相似度最高的三对城市分别是：江苏扬州市与浙江绍兴市，江苏泰州市与浙江湖州市，广西桂林

市与贵州遵义市。由图 1可知，伴随选取城市对数的增加，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图 1城市配对数的选取 

本研究依据图 1选取 64对城市作为分析样本，其组间比较如表 2所示。可见，经过城市间的数据匹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

间在各个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从而使得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政策处理变量可基本视为一种随机性干预。 

表 2城市配对结果 

变量 

控制组 处理组 

p值 

N=64 N=64 

AQI_2015Q1 94.9(16.4) 95.4(25.1) 0.887 

AQI_2015Q2 70.1(10.9) 71.1(19.1) 0.716 

AQI_2015Q3 59.5(9.71) 59.7(13.8) 0.912 

AQI_2015Q4 85.4(21.1) 84.2(28.3) 0.77 

AQI_2016Q1 88.5(16.1) 88.0(28.9) 0.893 

AQI_2016Q2 66.2(11.7) 64.9(15.8) 0.597 

经济发展水平 10.6(0.46) 10.7(0.53) 0.332 

城市人口规模 5.96(0.47) 5.98(0.64) 0.852 

第一产业比重 12.2(6.11) 14.1(8.65) 0.152 

第二产业比重 48.2(7.18) 46.3(9.09) 0.212 

政府规模 20.4(8.21) 20.1(7.81) 0.814 

财政自主性 43.5(18.4) 47.8(22.4)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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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平均任期 3.41(0.52) 3.42(0.84) 0.914 

市长平均任期 3.11(0.49) 3.14(0.66) 0.769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33.1(25.2) 29.3(23.8) 0.38 

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 23.8(17.8) 22.3(20.0) 0.66 

所在区域   1 

东部 13(20.3%) 13(20.3%)  

中部 30(46.9%) 30(46.9%)  

西部 21(32.8%) 21(32.8%)  

 

注：AQI_2015Q1表示 2015 年第 1季度的 AQI 均值，以此类推。 

(二)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立足于配对好的城市数据，本研究先估计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平均效应，结果如图 2所示。其中，3个月的短期

效应为-3.456 且在 95%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比于未被督察的城市，被督察城市 AQI 比上年同期多下降了约 3.46 个百分

点。也即，中央环保督察在短期内推动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明显改善。再看为期 9个月的长期效应，其系数为-2.85 而 p值为 0.236,

这意味着中央环保督察对 AQI 同期变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个结果回应了诸多文献中对督察效果可持续性的讨论 32。在他们看

来，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一种运动型纠偏机制，往往仅能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实证结果仅仅是平均效应，

其掩盖了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也即，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尽管平均而言不显著，但很可能在某些情境下仍旧是显著的。因

此，必须将城市情境纳入分析，考察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的情境差异性。 

 

图 2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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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的情境差异性 

探索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的情境差异性，核心目的在于回答：在何种条件下中央环保督察更具有长效性。为此，本研究先

建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建立了单棵决策树。如图 3 所示，有两个情境变量强烈地拒绝了模型参数稳定性的假设(p<0.001),也

即它们会导致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长期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若 AQI 基准水平(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3

月 AQI 均值)不超过 63.42 的城市，中央环保督察对 AQI 同期变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于 AQI 基准水平超过 63.42 的城市，

中央环保督察显著加速了空气质量的改善，但其效应在区域之间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这些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若其位于东

部地区，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为-8.17,而若其位于中西部地区，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则有所下降，系数值为-5.47。可

见，中央环保督察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更针对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而且在东部城市更为凸显。 

 

图 3城市情境与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 

但这仅仅是单棵决策树的结果，可能存在不稳定性。为了进一步提升分类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基于模型的随机森林法

进行再分析。图 4呈现了各情境变量的重要性。在随机森林算法中，一个变量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获得，即将其取值变

为随机数，然后看预测准确性的下降程度，下降越多则越重要
33
。可见，排在前五位的情景变量分别是区域位置、AQI基准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以及财政自主性，而且与随后的变量在重要性程度上呈现明显断层。对此需做两点说明：一方面，地理

环境成为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异质性最重要的来源。区域位置作为一种综合性变量，反映了城市之间的整体性差异，成为了首

要的情境变量。紧随其后的则是一个城市自身的AQI 基准水平，反映了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为上述递归分解法的发现

提供了稳健性支撑，也再次强调了中央环保督察的问题导向性；另一方面，也是递归分解法所未揭示的，则是一个城市的经济水

平、制度环境也具有相当高的重要性，这意味它们也会对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产生某种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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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城市情境变量的重要性排序 

进一步，从依赖关系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前五个城市情境变量会明显地调节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如图5所示):第一，

就区域间差异而言，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在东部城市最为强烈，且呈现出由东到西逐步递减的趋势；第二，对于 AQI基准水

平，由密度曲线可知，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存在两个聚集区。当 AQI 基准水平小于 63 时，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围绕 0

值波动，但当 AQI基准水平大于 63时，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均低于 0。这个发现再次为前面递归分解法的结果提供了支持。

有意思的是，相比于二分比较，偏依赖图对两者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揭示，伴随着 AQI基准水平的增加，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

呈现出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第三，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呈现出近似单调递减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央环保

督察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越具有长效性。对此，可做如下阐释：城市经济发展不仅能为政府执行环境政策提供更多可动员的资

源，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 34。这两个方面有助于推动城市政府在中央环保督察

后对空气污染问题进行持续性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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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央环保督察的个体化长期效应及其情境差异性 

最后，两个制度性的情境变量，即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由图可见，

城市政府的规模越大，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越趋近零，意味着政府规模扩张会削弱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效性。诸多研究表明，

在官僚自利性的驱使下，政府规模趋于扩张，结果则是机构臃肿、规则繁复、冗员增叠。这不仅会降低行政工作的效能，还会增

加权力腐败的几率 35。中央环保督察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旨在发现问题并督促地方整改，从而解决问题。要实现该目标，自下而

上的信息传递与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都至关重要。然而，无论是环境信息还是执行压力，都容易在政府规模的扩张中出现折损 36。

因而，在强化“督政”的同时探索“简政”的合理布局，可以作为提升环境监管效能可持续性的重要思路 37。 

与之不同的是，财政自主性的调节效应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即伴随财政自主性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

得到持续的强化。这个发现为理解环境治理中的“集权-分权”悖论提供了新的认识 38。传统分权理论表明，集权化治理难以有

效回应高度分化的地方偏好，而赋予地方政府以更高的决策自主性，有助于其因地制宜地提供公共物品 39。但随着地方官员自由

裁量权的扩大，在信息不对称加剧的情形下，其行为模式也更容易偏离中央的政策意图 40。 

近年来，中国环境监管呈现出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凸显出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动
41
。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建

立，既是集权化的表现也是对集权化的调适，即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汲取缓解央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依托政治权威推

动突出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42。然而，中央环保督察效果的实现，尤其是其长期效应，不仅取决于对地方官员注意力的纠正，

更取决于地方政策的执行能力。一个城市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反映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地运用财政资源以完成政策任务。对

于地方政府而言，没有财政资源的保障，被督察的压力很难转化为持续治理的能力。因此，在推进中央环保督察的同时提升地方

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实现压力传导和能力赋予的有效结合，是推动生态环境长效治理的另一个重要思路。 

五、结论与展望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是否以及如何能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已经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

其中，最具争议的议题，即中央环保督察效应的可持续性。为了回应这些争议，本研究从两方面进行了实证探索：第一，评估了

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第二，揭示了在何种城市情境下，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更具有

长效性。结果表明，就平均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在短期内显著地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但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但这种基于平均

效应的解释，忽视了城市情境与督察效应的互动，掩盖了督察效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因此，借助一类数据驱动的研究方法，本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央环保督察长期效应的情境差异性。结果显示，城市所在区域、空气污染的基准水平、经济发展程度、政府

规模以及财政自主性，都会明显地调节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 

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升其治理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首先，对于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空气污染

水平的城市，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长期效应也会显著不同。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央环保督察的问题导向性，尤其是对首轮

督察而言，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也启示后续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应当更进一步关注长效

性不足的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从而实现督察效果的全面覆盖。其次，中央环保督察效应的长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城市

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更应当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配套制度，守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两条红线，并强化以发展促保护的政策设计思路。最后，必须改善地方性的制度环境，为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落实提供治理能力

的支撑。尤其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行政的精简化，同时赋予地方财政更高的自主性，为政策实施提供更

好的财政保障。 

当然，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仍有其局限性，即难以回答情境调节的机制与过程。后续研究将进一步通过多案例追

踪等质性分析方法，深入挖掘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情境变量之间的互动过程，阐明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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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研究》,2018年第 2期。 

3(1)左翔、李明:《环境污染与居民政治态度》,《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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